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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京津冀地区２５７份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从人口学特征、家庭、创业者能力素质、创业环境
等方面选取２０个变量，运用多分类有序逻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
结果表明，从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因素来看，大龄、男性、北京户籍、已婚、目前无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较

大；从能力素质和创业环境因素来看，创业者的管理和学习能力、创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创

业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京

津冀地区制定针对性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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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３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
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热潮的背

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产

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鼓

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还能够

拉动农村经济的再增长，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民的自

我价值。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涉及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复杂过程，不

同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也有所不同，但普遍认

为，创业行为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综合行为过程。梳理

已有的文献发现，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集

中在以下方面：（１）个人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口
学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学历等。其中，

年龄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呈现倒“Ｕ”形关系［１－２］，但是对

拐点的界定有较大差异，从３０岁至５５岁不等。另一类是非
人口学特征因素，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教育经历、创业能力、务

工经历、技能水平、社会网络等［３－４］。段锦云等认为，新生代

农民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效能感和创业意向都有正

向影响［５］。（２）农民工家庭因素。针对该因素的讨论相对较
少，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家庭创业经验和

地理条件等方面［６］。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对农

民工返乡创业决策的影响是最主要的［７－８］。徐超等研究表

明，家庭抚养负担与创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９］。（３）环境因
素。由于创业环境涉及因素较多，众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认

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全球创业观察（ＧＥＭ）提出的从金
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

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型基础设施、文化和社

会规范等９个方面评价创业环境。张秀娥等认为，金融支持、
创业政策、创业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１０］；吴磊等重点提出，市场环境和政府环

境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１１］；张秀娥等研究结果

表明，家乡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

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担忧等影响着新生代农民

工的返乡创业行为［１２］。

创业行为是一个受多方面影响的复杂范畴，现有研究成

果呈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体系。但鉴于返乡创业行

为的复杂性，还需要加强以下２方面的研究：（１）有些因素在
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深入下去，有必要在总结创业行为规律的

基础上继续挖掘影响现实创业情境与行为的因素，比如家庭

因素，由于创业与家庭之间具有天然关系［１３］，是既可以完成

家庭中照顾老人、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又可以增加工作时间的

一种自然选择［１４］，而且在现实中，经常有农民工由于家庭突

发事件决定返乡创业，因此家庭因素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对于

自我效能来说，现有研究侧重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但

关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讨论不足；就创业环境

因素而言，多数研究者侧重于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

施条件等方面开展分析，而对人文环境因素考虑不足。（２）
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文献都是用二分法将创业行为分为未创

业和创业２种状态，并借助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创
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但是创业行为不仅只有绝对的创业和未

创业，采用二分法容易丢失重要信息，考虑到在创业与未创业

之间还有一种准备创业的中间状态，因此将准备创业纳入研

究范畴可以更全面地对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自２０１４年提出以
来，有力地推动了京津冀３地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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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合理配置。经过多年发展，京津冀３地
在经济增长、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方面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为３地的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
面，各类资源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尤其是供给侧改革的推

进，催生出众多新生经济增长点，直接刺激了农民工的返乡创

业行为；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因此可以利用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会将北京地区的创新创业资源和成果扩

散到天津、河北地区，促进京津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

对于释放新动力、促进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１５］。因此，研

究京津冀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创新创业与区域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提出的地方政策支持建议也可

供其他地区参考与借鉴。基于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通过研

究京津冀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探索引

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条件，并借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

改善京津冀３地创业环境，有效扶持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变量选取及说明
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返乡创业行为为输出变量，选择

未创业的赋值为１，选择准备创业的赋值为２，选择创业的赋
值为３。自变量则主要从创业者人口学特征、家庭、创业者能
力素质、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挖掘。第１类是人口学特征变
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层次、户籍、婚姻状况等，主要衡量不

同性别、学历层次、户籍、出生年代、婚姻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返乡创业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中，性别变量分为男性

和女性，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年龄变量是连续变量；学历变量
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３个
层次，分别赋值为１、２、３；户籍变量分为北京、天津、河北，分
别赋值为１、２、３；婚姻变量分为未婚、已婚２种情况，分别赋
值为１、２。第２类变量是家庭变量。考虑到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现实情况，家庭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年龄、父母健康状况、子

女就学地和家庭年收入等，主要衡量不同家庭状况下的新生

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中，父母平均

年龄变量分为５０岁及以下、５１～７０岁、７０岁以上３种情况，
分别赋值为１、２、３；父母健康状况变量分为均健康和不好２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孩子就学地分为目前无孩子、户
籍所在地、非户籍所在地、孩子未上学４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家庭年收入变量分为年收入１０万元以下、１０～２０
万元（不含２０万元）、２０万元及以上，分别赋值为１、２、３。第
３类是能力素质变量，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创业能力和社会
资本等。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

主观评估，它会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自我效

能感主要借鉴现有的成熟量表进行评估，并结合新生代农民

工的特点进行了修正，主要从主动寻求变化、体验新鲜事物、

坚持目标、处理问题的信心等方面进行衡量，并采用李克特５
级量表进行评价，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数字１到
５。创业能力作为一个综合变量，涉及机会能力、关系能力、概
念能力、组织能力、战略能力、承诺能力和支持能力等多项能

力［１６］，但受返乡农民工自身及其所处创业规模、层次和阶段

的影响，重点发挥作用的创业能力主要是资源获取能力、运营

管理能力、关系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样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进
行评价。此外，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经常联系的老家

朋友会给其及时传递很多关于家乡变化以及创业的相关信

息，从而影响其返乡创业行为，因此本研究引入了社会资本变

量，并用家乡地经常联系的朋友数量进行衡量，分为３人及以
下、４～６人、７人及以上３种情况，分别赋值为１、２、３。第４类
是环境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创业环境与创业活跃度呈很强

的正相关关系［３］。ＧＥＭ模型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创业环境分
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借鉴 ＧＥＭ模型，参考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现实情境，从经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支持、创业政策、税收

政策、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和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分析。环境

变量主要分为不同意和同意２种情况，分别赋值为１和２。
１．２　研究方法

由于创业行为被分为未创业、准备创业和创业３种状态，
因此本研究将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应用于农民工返乡创
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因素的发生概率越大，其作用程度越

大，从而探究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记创业状态Ｙ有ｍ个取值，并且设定Ｙ＝３为参照组，自
变量Ｘ＝（Ｘ１，Ｘ２，Ｘ３，…，Ｘｐ），则Ｙ的条件概率为

Ｐ（Ｙ＝ｋ│ｘ）＝
ｅｘｐ（Ｙｋ）

１＋∑
ｍ

ｉ＝１
ｅｘｐ（Ｙｉ）

。 （１）

式中：ｋ＝０，１，２，…，ｍ－１。相应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为

Ｙｋ＝ｌｎ
Ｐ（Ｙ＝ｋ｜ｘ）
Ｐ（Ｙ＝０｜ｘ[ ]） ＝β０ｋ＋β１ｋＸ１＋β２ｋＸ２＋…＋βｐｋＸｐ。

（２）
　　ｋ＝０时，Ｙ０＝０。β系数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诊断出的关
系系数，表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１．３　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内容涉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因素

差异，主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京津冀地区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２５７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５１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９７．７％。其中返乡创业占２０．７％，准备返乡创业占１４．７％，
返乡创业占６４．６％；男性占５７．３％，女性占４２．７％；北京户口
占２８．４％，天津户口占３５．８％，河北户口占３５．８％；平均年龄
为２９岁，年龄最大为３８岁，年龄最小为２０岁；初中及以下学
历占１３．６％，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学历占４８．６％，大专及
以上学历占３７．８％；未婚占４５．７％，已婚占５４．３％；父母平均
年龄是５０岁及以下占２０．３％，５１～７０岁占７９．７％；父母均身
体健康占 ９４．８％，父母身体不好占 ５．２％；目前无孩子占
５２．６％，孩子在户籍所在地就学占３７．５％，孩子在非户籍所
在地就学占３．０％，孩子目前未上学占６．９％；家庭年收入为
１０万元以下占６２．９％，家庭年收入为１０万 ～２０万元（不含
２０万元）占３０．６％，家庭年收入为２０万元及以上占６．５％；
老家朋友为３人及以下占１３．４％，老家朋友为４～６人占４６．
６％，老家朋友为７人及以上占４０．０％。

２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２．１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对测量结果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评估的指

标。本研究采用 α信度系数法进行信度分析。经过信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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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问卷整体和各变量的信度均大于０．７，可信度较好。由于
涉及的创业能力变量较多，且众多变量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相

关性，因此首先采取降维途径，通过提取公共因子将相关性高

的变量进行归类，以提高后续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结
果的可靠性。创业能力变量的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值为０．９０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统计量在１％水平上显著，各变
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作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１。其中，因子１主要包括了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大部分题
项，将其命名为管理和学习能力；因子２主要包括了资源获取
能力的大部分题项，将其命名为资源获取能力；关系能力的部

分题项由于因子载荷系数低于０．５被删减，部分题目归入管
理和学习能力或资源获取能力，但与客户和供应商具有较紧

密的联系这一题项独立成为因子 ３，可以将其命名为市场
能力。

表１　创业能力因子分析结果

创业能力变量及测量题目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我能发现工作、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市场机会 ０．６４８
我在打工过程中学到了技能或积累了丰富的中高层管理经验 ０．６０９
我善于整合资源去完成一项任务或活动 ０．７０９
我与亲戚朋友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０．６００
我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０．７０６
我喜欢用创新的方法处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０．６８６
我能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商业信息 ０．５６０
我能够获得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自有或融资均可） ０．６７８
我一旦创业，技术提供是没有问题的 ０．６３５
我能够获得开发和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０．７９６
我与政府部门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０．７１８
我与客户和供应商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０．８９７

２．２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为分析影响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主要因

素，本研究借助软件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有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通过诊断发现，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
小于１０，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信息显示，模型
通过卡方检验，Ｐ＜０．０１，说明至少有一个变量系数不为０，具
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２）。平行性检验显示，
Ｐ＝０．３８５，说明平行性假设成立，可以使用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过程
进行分析（表３）。最终的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见表
４。Ｗａｌ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
度是不同的。

表２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２对数似然值 卡方 自由度 Ｐ值
仅截距 ４１２．６６８
最终　 ３１９．５０９ ９３．１５８ ２９ ＜０．０１

表３　平行性假设检验

模型 －２对数似然值 卡方 自由度 Ｐ值
零假设 ３１９．５０９
广义　 ２８８．９１１ａ ３０．５９９ｂ ２９ ０．３８５

　　注：ａ表示在达到最大步骤对分次数后，无法进一步增加对数似
然值；ｂ表示卡方统计量的计算基于广义模型最后１次迭代得到的对
数似然值。

２．２．１　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来看，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都对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　由表４可知，年龄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年龄越大，农民工选

择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大，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加，

其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阅历、创业

资金，同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逐渐降低，而且融入城市存在困

难，所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此外，由于调查对象的最

大年龄仅为３８岁，尚未表现出年龄与创业概率呈“Ｕ”形关系

的现象。男性相比女性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主要与男性更

高的风险偏好和更广的人际联系有关［１７］。已婚者由于拥有

更稳定的发展环境，且夫妻双方能够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多

的创业资源，因此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就户籍变量而言，北

京户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即相比河北籍

的农民工而言，北京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这主要可

能与北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较高、人脉较广以及创业

环境较好有一定关系。

２．２．２　从家庭变量来看，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
响显著　由表４可知，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表
现为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年收入低于１０万元的农民工相
比家庭年收入在２０万元及以上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更
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家庭年收入在２０万元及以上的农民
工由于对现有的经济条件相对满意，反而不愿意承担创业风

险，而家庭年收入低于１０万元的农民工则更希望通过创业能
改善其生活条件。从孩子就学地来看，相比目前孩子未上学，

目前无孩子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更大，可能与其家庭负担

较小、不用照顾未满学龄儿童有很大关系，因此返乡创业的概

率更大；而孩子是在户籍所在地或非户籍所在地就学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并无显著影响，但是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孩子

在非户籍所在地就学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会更低

一些，这也与现实情况相一致。

２．２．３　从能力素质变量来看，管理和学习能力对农民工的返
乡创业有显著影响　管理和学习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
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管理和学习能力越强，其返乡创

业的概率也越大。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可以直接用于管理企业

经营所需的资源，提高资源的运作效率，而学习能力则意味着

他们可以向成功创业者或者自身过去的经验教育开展创业学

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以适应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从统计结果来看，自我效能、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能力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均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结合已有研究来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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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变量 估计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自由度 Ｐ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行为＝１ －１２．３７５ ２．８３９ １８．９９５ １ ０ －１７．９４０ －６．８１０
创业行为＝２ －１１．３２２ ２．８５３ １５．７４３ １ ０ －１６．９１５ －５．７２９
年龄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０ ８．１８９ 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 ０．２８８
自我效能 －０．８２２ ０．４３６ ３．５５７ １ ０．０５９ －１．６７６ ０．０３２
管理和学习能力 １．４５４ ０．４６６ ９．７２２ １ ０．００２ ０．５４０ ２．３６８
资源获取能力 －０．０１７ ０．２８３ ０．００４ １ ０．９５１ －０．５７２ ０．５３７
市场能力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１ ０．９５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学历＝１ －０．２８０ ０．５９１ ０．２２５ １ ０．６３６ －１．４４ ０．８７９
学历＝２ －０．４１１ ０．４２１ ０．９５４ １ ０．３２９ －１．２３７ ０．４１４
性别＝１ ０．７３２ ０．３６８ ３．９５９ 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１．４５４
户籍＝１ １．８３５ ０．５１９ １２．５０５ １ ０ ０．８１８ ２．８５２
户籍＝２ －０．３０３ ０．４１２ ０．５４０ １ ０．４６２ －１．１１１ ０．５０５
婚姻＝１ －１．４３５ ０．８１９ ３．０７１ １ ０．０８０ －３．０３９ ０．１７０
父母年龄＝１ ０．６７３ ０．４９０ １．８８５ １ ０．１７０ －０．２８８ １．６３４
父母身体＝１ ０．２７５ １．００１ ０．０７５ １ ０．７８４ －１．６８７ ２．２３７
孩子就学地＝１ ２．０４５ １．０３２ ３．９２８ 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４．０６７
孩子就学地＝２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６ ０．００７ １ ０．９３２ －１．４８５ １．３６１
孩子就学地＝３ －０．９１６ １．０９３ ０．７０２ １ ０．４０２ －３．０５８ １．２２６
家庭年收入＝１ －１９．８１２ ０．４２５ ２１７５．７２５ １ ０ －２０．６４４ －１８．９７９
家庭年收入＝２ －１８．５４９ ０ — １ — －１８．５４９ －１８．５４９
老家朋友＝１ ０．２５７ ０．５４６ ０．２２１ １ ０．６３８ －０．８１４ １．３２７
老家朋友＝２ ０．５１０ ０．３９９ １．６３３ 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７２ １．２９１
经济发展＝１ －０．１２８ ０．７３４ ０．０３０ １ ０．８６２ －１．５６７ １．３１２
基础设施＝１ －０．５６１ ０．７９９ ０．４９３ １ ０．４８３ －２．１２７ １．００５
市场环境＝１ １．２８７ １．０３１ １．５５８ １ ０．２１２ －０．７３４ ３．３０７
创业政策＝１ －０．３６５ ０．６０３ ０．３６６ １ ０．５４５ －１．５４７ ０．８１８
金融支持＝１ －０．４３９ ０．５５７ ０．６２３ １ ０．４３０ －１．５３０ ０．６５２
税收优惠＝１ ０．０１８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２ １ ０．９６１ －０．７１４ ０．７５０
创业培训＝１ １．１０５ ０．５０７ ４．７５５ １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２ ２．０９９
创业服务＝１ －１．３０１ ０．５３０ ６．０１８ １ ０．０１４ －２．３４１ －０．２６２
文化氛围＝１ －０．８５８ ０．５１８ ２．７４５ １ ０．０９８ －１．８７３ ０．１５７

　　注：每个类别变量最后１组为对照组，因表格过长故做了删减处理。

我效能更多地是影响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对真正的创业

行为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受农民工自身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制

约，其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对其创业行

为并无太大影响。

２．２．４　从创业环境变量来看，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对农民工
返乡创业有显著影响　由表４可知，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
创业呈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提供的创业培训力度越

大，针对性越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

是，创业服务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呈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

论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已经创业的农民工因为对于

创业服务的要求更高，所以对政府提供的创业服务满意度较

低，而未发生创业行为的农民工可能对创业服务并不关心。

此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市场环境、金融支持、创业政策、税

收优惠、文化氛围等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

著。就经济发展速度来看，近年来河北、天津地区产业结构的

调整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使得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

中的占比下降，３地经济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
影响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基础设施对于农民工返乡

创业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够为其提供必备的交通、信息渠道和

市场销路，然而虽然京津冀这几年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建设

相对完善，但也没有对这３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显著影
响。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创业已经不仅仅局

限于为本地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销

售活动，因此本地的市场环境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重

要影响。而金融支持、创业政策和税收优惠之所以表现不显

著，可能是在这些方面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者创

业者对这些政策了解不足，使其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促进作用。而文化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对人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活跃的创业氛

围可以对创业孵化和起步产生重要影响［１７］，但从本研究的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文化氛围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

并不显著，这可能还是与大多数农民工的思想比较保守，无力

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周边创业成功典型较少、创业氛围

不够浓厚有一定关系。

３　结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主要结论
多分类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显著影响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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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有７个，分别是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家庭年收入、管理和学习能力、创业培训、创业服务。

其中，从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因素来看，大龄、男性、北京户籍、

已婚、目前无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较大，而从

能力素质和创业环境因素来看，创业者的管理和学习能力、创

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创业服务对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负向影响。

３．２　政策启示
加强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在开

展创业培训时，应充分依托京津冀地区科研院所集中、教育资

源丰富的优势，积极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针对性

培训，提高他们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尤其是管理和学习能

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利支撑。应注重创业前期、创业

初期、创业后不同阶段的能力培训，如创业前期的基本创业流

程、市场经营、财税、人力资源管理等基本知识，创业后的市场

风险防控、融资、营销、品牌策略等知识，使创业培训贯穿到创

业过程的始终。创业培训中还应特别强调对创业经验的积累

和传承，通过对成功和失败创业者经验教训的总结，使受培训

者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调动

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注重转变培训的方式，使培训的

内容与形式真正适应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

提高创业服务的针对性，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京津冀

地区可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协同建立综合公共服务中心，为区

域内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工商注册手续，为其

构建高效服务体系；搭建便捷高效的创业信息服务平台，为返

乡创业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开业

指导、创业孵化、项目推介、咨询指导、创业融资相结合的创业

服务，拓宽信息获取和发布渠道，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尽管在本研究中，返乡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中的创业政

策、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文化氛围等变量并没有被证实对农

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其他一些研究已经证

实了它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这反映出目前京津冀３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这些方面针对提升与促进返乡农民工创

业活动的不足。这一方面要求政府进一步针对返乡农民工制

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依据税收公平原则，为返乡创业农

民工实施税收优惠，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创业阶段制定相

对应的税收减免期限，引导和扶助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鼓

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允许创业者利用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融资，解决创业融资难

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和公共服

务平台，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力度，并充分发挥产业联盟和行

业协会的作用，提高政策的社会知晓率和群众积极性，使政策

与服务惠及更多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此外，在鼓励和

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时，应该加强对创业的宣传，政府应该通

过各种渠道来宣传创业成功的典型，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积极

的、自主的、独立的、创新的文化，强调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得成

功，并使人们正确看待创业失败的问题，避免返乡农民工因担

心创业失败被人嘲笑而影响其创业的积极性［１０］。当整体区

域的创业氛围浓厚，不断接受到他人成功创业的信息，返乡创

业成为一种潮流时［１８］，农民工更可能采取从众行为，展现示

范性规范对行为意愿的增强作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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